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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礼”在中国古代法形成中的地位 

梁  灯

    摘要：中国古代法的起源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为普遍的是认为古代中国最初的法律来源

于原始社会末期部族之间的战争，即所谓“刑始于兵”。本文从质疑“刑始于兵”为基础开始展开，论证

了该观点解释中国古代法的起源的片面性，提出通过“礼”来研究中国古代法的形成的新视角；文章接着

从本体上阐述“礼”，从而说明“礼”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性质；最后，本文从不同层次的两方面考察了

“礼”的功能，从而得出全文的结论：从祭祀之“礼”到“礼制”；功能上从行为模式的预设发展到

“礼”刑结合，以刑罚为后盾维护统治秩序，在如此背景下中国古代法最终形成。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  礼  刑  

    

    

    

引 言 

    

    

    从习惯发展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演进到成文法。这是法的起源的一般模式。但具体考察各国的历

史，可以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法的起源或者说法的形成的具体路径不无差别。本文将着眼于古代中国，

以“礼”为线索，探讨中国古代法律形成的具体模式。在正文展开以前，有以下两点需要澄清： 

    

    第一，何为法？在探讨法律的起源论题时，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法进行清楚的定位是不可回避的前置问

题。 

    

    一般认为，禁忌、图腾崇拜是法的萌芽状态，而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习惯，则可谓法的雏形。然而，也

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前阶级社会的习惯规则不具有法的特征，只有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才能

被称作法律。 

    

    由此，对什么是法的问题的争论直接导致了法律的起源问题的分歧。有的认为法律起源于禁忌、习

惯；有的则认为法律起源于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其实，以上两种观点都承认同一个事实：在前阶级社

会，存在着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习惯，在国家产生的同时，习惯发展而成为以国家公共权力为后

盾的习惯法，后经国家颁布而最终发展为成文法，即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法律起源公式。笔者认

为，以禁忌、习惯等调整人们行为的前阶级社会是处于一个“民间法”的社会，而国家出现以后的阶级社

会，由于有了国家权力的介入，那则是一个“国家法”的社会。以上两种分歧的观点，实质上是在分别阐

述“民间法”和“国家法”的缘起。 

    

    因此，在开始研究之前，必须先选好论述的切入点，明确地把研究的对象定位在“民间法”或者“国

家法”，否则，将使法律起源问题的探讨变得模糊不清。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无意也无力进一步解答

“何为法”，深入揭示法的本质，本文的目的是要通过“礼”考察中国古代法的具体起源模式。既然把研

究的范围定在了中国古代法，这决定了本文是以“国家法”为逻辑起点而展开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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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何为中国古代法？对此，主要存在外延上的分歧。 

    

    许慎《说文解字》：“法，刑也”。“法”一词在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与“刑”相通。因此，很多学

者在论述中国古代法时，基本上是在说古代中国的刑法规范和刑罚体系。 

    

    但是，仔细考察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可以发现它虽然在形式上以刑为主导，诸法合体，在实质上却

不乏刑以外的内容。即使在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就已经存在诉讼、宗教、婚姻、继承、身份、经

济和行政等方面的法律内容。因此，要考察中国古代法的形成，不仅仅要讨论刑之起源，而且还要探究刑

以外的社会规范的渊源。为此，调整范围广泛的“礼”就不得不进入了我们研究的视角。 

    

    所以，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古代法，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刑典或者刑书，而是包括刑事、民事、经济、诉

讼等在内的实质意义上的、从整体而言的法律。 

    

    

    

一、“刑始于兵”再考 

    

    

    （一） 法学界对“刑始于兵”的一般观点 

    

    “刑始于兵”的说法出于《辽史．刑法志》：“刑也者，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 

    

    即在古人看来，战争与刑罚是一回事，二者在本质上相同。类似的说法还有“师出以律”、“兵狱同

制”等等。后来，人们依此认为，法律起源于远古的部族战争。 

    

    在当今法学理论界，很多学者都借助“刑始于兵”的观点来探讨中国古代法 

    

    起源的问题。在这些学者中，按照他们对“刑始于兵”的具体理解的不同，可以细分为两派：其一，

笔者尚且将之称为一元起源论者，该学派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缘起于部族之间的征战，战争是中国古代

法形成的决定因素；其二，被笔者称为二元起源论者，该学派认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包括礼与刑两部分，

刑始于兵、礼源于祀，祀与戎是中国古代法的两个源头。 

    

    持一元起源论的张中秋老师在其《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分别从“史前时期的原始部族征

战与中国古代法的萌芽”和“夏商周三代部族之征战与中国古代法的形成”两方面来解释“刑始于兵”。

u这种纯粹的一元起源说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质疑，张中秋老师面对质疑，明显地修正了以往的提法v，并

进一步提出：“中国古代法最初主要是刑，刑最初主要是借助征战这种特殊形式出现的，这意味着中国古

代法有一些不是通过征战的途径出现的。”w这样，张中秋老师就似乎向二元论者靠拢了，但本文仍然将

其归为一元起源论者，主要是因为，他认为部族战争在中国古代法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元起源论者的观点较一元起源论更普遍的被学界所认同。因为，他们更全面地考察中国古代法的起

源，没有忽视中国古代特有的行为规范——“礼”。二元起源论认为中国古代法的产生有两条路径：一是

起于部族征战的刑，二是源于祭祀规则的“礼”。x对于刑事规范和刑罚最早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刑罚脱

胎于军事活动中产生的军法的观点，二元起源论者与一元起源论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二元起源论避

免了一元起源论的极端，把戎和祀视为中国古代法形成的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 

    

    （二）对中国古代法起源于部族战争的观点的疑问 

    

    笔者认为，“刑始于兵”的说法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上是成立的：（1）中国 

    

    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完全不同的道路。部族间的征战，使战胜一方获

得统治地位，逐步形成了国家。“国家的产生远不是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相反，它保留了原有的血

缘关系．．．．．．国家权力严格来说并不表现为‘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是赤裸裸的族姓

之间的征服和统治。”u这样，刑（国家之统治）始于战争的这种说法是可以肯定的；（2）“刑始于

兵”，从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刑罚手段、刑名起源于战争。《国语．鲁语》记载，自黄帝时代，由于部族

间的战争，就开始形成了惩治战俘的刑罚手段，即“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

笮，薄刑用鞭扑”。这就是最早的五刑制度，这样“五刑”的刑制，后来一直被沿用。另外，据《尚书．



吕刑》记载，苗蛮族在与华夏族的战争中也制定了“劓、刵、椓、黥”等刑，这些刑名都被后世的立法所

沿袭和发展。 

    

    但是，上述一元起源论者和二元起源论者均把“刑始于兵”理解为法律制度 

    

    起源于部族战争，未免有点过分拔高“兵”对中国古代法形成的意义。笔者认为，基于以下两点理

由，不能把“刑始于兵”解释为法律制度起源于部族战争。 

    

    第一，按照以上一元起源论者和二元起源论者的观点，“刑始于兵”的“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

容：兴师问罪、惩罚战俘和军纪处罚。我们分别考察这三方面内容，将得出此种“刑”不具备法的性质。

这是因为，法的核心要素是作为一种外化的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它先有“预设性”、“普遍性”再

有“强制性”。 

    

    最早，所谓的“刑”是针对外族的，其一借以对外族兴师问罪，其二作为惩罚战俘的手段。直到春秋

时的《左传》还认为，“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这种以兴师问罪、惩罚战俘为内容的“刑”很难将

之与法等同视之。范忠信博士对此的一番论述很有启发意义：“上古时的一个部族即为一个封闭的社会，

与其他部族不发生‘合法的’（有预设强制性规则的）往来，惟一的交往方式是战争或掠夺。部族征战时

发一个兴师问罪的誓告，不过是找一个攻灭对方的借口，那誓告似乎不能算立法，对异族部落不存在为其

预立法规的问题；既在社会之外，故不可能在共同法规下生活。”v  

    

    另外，如学者言，所谓的“刑”还有军令军法的内容。“夏朝的誓，即‘王命’，也即是夏启所颁布

的军法。”w如夏时的《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这种“刑”充分体现了要求本族士兵

强制遵从的权威，这点是可以肯定的，但不无疑问的是，这种缺乏普遍适用的军法能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

源头吗？这显然说不过去，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法的起源，应该再进一步深挖，寻求具有法的意义的社会普

遍行为规范。（容后详述） 

    

    第二，退后一步讲，即使把“刑始于兵”中的 “刑”归入法的范畴，难道它就是法律制度的全部了

吗？如果不是，那部族战争又如何对后来民事、经济和诉讼规范的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呢？  

    

    此所谓的“刑”显然不是法的全部，就连一元论者的代表张中秋老师在提中国古代法起源于部族战争

时，都要在“法”字后面作出补充——“以刑为中心”。u既然“刑”不能代表法律制度的全部，那如何

论证部族战争在中国古代法形成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张中秋老师对于该问题似乎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他说：“但这部分内容（即刑以外的内容——笔者注）应该说在上古以刑为中心的法律中并不占主要地

位，占主要地位的是通过征战而成长起来的刑。”v按照张老师的逻辑，“刑始于兵”，而且“刑”是法

的主体，则“法源于兵”。笔者认为，这种逻辑是不严密的，法的起源与法的主体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问

题。再说，在上古时代，除刑以外，还广泛存在着各种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在各个方面都调整着人们的行

为。如学者有言，“在上古三代的社会中，主要的行为规范是礼而不是刑，礼的作用与故希腊、古罗马法

律的作用大致相当”。w所以“刑”是否是当时法的主体，是否占主导地位，还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二元起源论者提出的中国古代法起源的两条路径说，有效地解决了上述的难题，非常有借鉴的价值。

但是，二元起源论没有完全摆脱“刑始于兵”的桎梏，没有准确认清当时“刑”的含义与法的内涵的不相

符和，从而简单化地认为中国古代刑事法律规范来源于部族之间的战争。由此，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中

国古代法的形成，二元起源论同样是不足取的。 

    

    既然部族战争未能决定中国古代法的形成模式，那法究竟源于何处？刑又为 

    

    何会产生？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一种调整广泛的社会行为规范——

“礼”，以从中寻求答案。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将首先从礼本身的发展和特征，来认识“礼”的性

质。 

    

    

    

二、“礼”的本体考察 

    

    

    （一） “礼”的产生 

    



    一般认为，“礼”是由部族的风俗习惯转化而来的，其源于部族的祭祀活动。“礼”源于祭祀的说

法，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史记．礼志》沿用荀子

之说，总结道：“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为什么祭祀的礼仪规则会发展成调整广泛的行为规范呢？x这就要从原始部族社会的风俗习惯谈起。

部族的风俗习惯是部落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形成的规范。风俗习惯依赖部族成员自幼所受

的教育、部落首领的权威与表率、公共的舆论等来维护。祭祀的礼仪规则，就是其中的一种原始风俗习

惯。人类发展伊始，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十分有限，所以人们相信神灵具有无比的威力，其能决定一部族及

其每一个部族成员的命运。人们祭祀，是为了讨取神灵的欢喜，因此在祭祀中如礼与否，关系到神的喜

怒，也关系到部族及自身的祸福。部族社会后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贫富分化，等级的出现，使部

落时代的风俗习惯的物质基础遭到瓦解，风俗习惯已经无力全面规范部族成员的言行，这时，“礼” 便

由单纯的祭祀扩充到其他领域，借助神灵的力量，完成了对部族风俗习惯的选择与改造，成为新的社会规

范。“礼”由于与神灵相联系，所以自身便带有神秘性与权威性。这使得“礼”与源初风俗习惯的维持靠

人们的“知耻”之心不同，它的维持靠人们的“敬畏”之心。所以“礼”比原始风俗习惯更具规范性和稳

定性。 

    

    另外，祭祀的内容除了敬神外，还具有敬祖的内容。敬祖的目的在于维系血缘的亲情，团结氏族成

员。这表明了“礼”不仅仅是人与神沟通的媒介，而且它是人与鬼（祖先）沟通的媒介，所以本质上是人

与人的关系，因此，“礼”与亲属制度关系密切。正如考究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历史学者所言，“礼制起

源于原始宗教，在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对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祖先崇拜并不只存在

于中国上古时代,在世界上许多民族中均存在过祖先崇拜，但只有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大,

也最为发达，这种发达的祖先崇拜才使中国先民对血缘关系异常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人类文明

史上最繁复的亲属制度”。u 

    

    由此可见，“礼”正是因为源于敬神和敬祖的祭祀活动，使得其从产生之初 

    

    就具有权威性、家族性；为了维护其权威性和其所体现的亲属血缘关系，“礼”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具

有了趋向于法律的规范结构。这一个发展过程，是“礼”制度化的过程，即“礼制”形成的过程。下文将

接着探讨“礼”在制度化后出现的核心内容的演变。 

    

    （二）“礼制”的确立及“礼”的核心内容演变 

    

    在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过渡的阶段，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社会生活也随之日益复杂多样。这时，最初以

祭祀为内容的“礼”，不断扩大它的调整范围，逐步发展成一套规范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礼仪制

度。这是“礼”自身发展成熟，向体系化、制度化发展的过程。即所谓“礼制”的形成过程。 

    

    之所以称作“礼制”，是因为其按照人们的不同行为，规定了与之相对应的“礼”，从而使“礼”能

够成为一种综合的社会控制系统。就如后人所撰《汉书．礼乐志》言：“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

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思思远之志，为制哀祭之礼；有拳拳敬上之心，为制

朝觐之礼。”这表明了“礼”已经发展成为规范各种人际关系的社会制度。 

    

    “礼制”的最终形成，以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的建立为标志的。v因为当国家出现后，人们所生活的社

会有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共同体，“礼”便体系化而发展成为保障该政治共同体有效运转的制度基石。 

    

    所以说“礼”的制度化是与国家的形成相伴而生的。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不是以氏族组

织的瓦解为代价的，亲属血缘关系在国家形成中反而得到了加强，这就决定了“礼制”的核心内容和基本

特征。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无法割断与亲属血缘的关系，有学者将之归因于受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强化

和制约。“无论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所形成的父权家长制，还是逐步联结各氏族、部落、部落联

盟以至形成国家，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血缘关系不但没有松动和解体，反而得到了保存并愈益巩固。一方

面,古代文明在相当程度上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且愈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影响就越大。东西方文

明的许多类型概莫能外。以黄土高原为核心的古代农业文明，以土地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人们被固守在土

地上,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安土重迁。另一方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氏族社会走向国家的过渡,中

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它是通过炎帝、黄帝、蚩尤等部落间大规模的战争来实现的。由于战争所需要的

以一族一姓为核心的团结，“戎”获得了与“祀”相同的政治社会效果——在维系血缘关系的同时强化了

国家组织。此外,经常的自然灾害，如洪涝灾害及其治水的必要性对于早期人类也是一种挑战，从而也构

成了血缘关系得以保留的又一类重要因素。”u  



    

    因此，在国家形成中发展而来的“礼制”其基本特征必然是以维护宗法家长制为核心的。至此，

“礼”的核心内容演变为两项重要的制度：世袭制度和等级制度。 

    

    1、世袭制度。在氏族社会，部落首领之位的更替采取的是禅让制。但是，禹之子启打破了这一传

统，启以暴力的手段，以禹之子的身份夺得天子之位，并用传子制度代替了禅让制。即《竹书纪年》所

云：“益干启位，启杀之”。这样，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礼”亦从敬神敬祖的祭祀礼仪开

始走向维护宗法之“礼制”。《礼记．礼运》记“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世，即父死子继；及，

即兄终弟及。世袭制度即从夏启的“家天下”开始被纳入“礼”的内容。 

    

    2、等级制度。国家的形成，使“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成国家的组织方式，从而把旧的氏族

组织与新的国家形态熔铸于一”v，原来的氏族血缘关系演变为宗法等级关系，“礼”也随着确立了等级

制度。正如《礼记．乐礼》所言，“礼者为异”，即“礼”就是差异、等级。 

    

    夏礼把社会分成好几个等级，处于等级金字塔最高位的是“王”或“后”。王具有征伐祭祀权，有被

朝觐、听狱讼权，有享受四方贡物权；王之下是各级奴隶主贵族，他们与皇室有着血缘关系；处于中间的

是夏民阶层，这些人原本为夏族内部成员，由于国家的形成，阶级的分化，这部分人生活日益贫穷，但在

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阶级，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仅被视为一种工具，多数来

源于战俘。w 

    

    “礼制”从夏朝的建立，经过商代的发展，在西周得到完善，最终确立了“亲 

    

    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以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项基本原则，并形成

了“为国以礼”的治国理念。x这些精神和原则，是当时整个国家政权的基础，所以当权者要通过“礼

制”贯彻之。 

    

    综上所述，“礼”发展到国家形成之时，已经演变为宗法制度的载体。 

    

    （二） 小结：从“礼”的发展过程透视“礼”的法律性质倾向 

    

    首先，“礼”的前身是祭祀的风俗习惯规则，后经过发展，成为相对稳定的 

    

    敬神敬祖的祭祀礼仪规则，这是“礼”的最初形式。这时的“礼”，比习惯规则更具稳定性和规范

性，已经开始显示出法律的特征； 

    

    其次，“礼”发展到阶级社会，系统化、制度化而演变为“礼制”，成了调整宗法制国家人们行为规

范的准则，这时候“礼”的法律特征更为成熟明显，体现了类似法律结构的系统性和制度化特征。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礼”从萌芽到产生到发展，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的

过程。  

     

    

    

三、“礼”的功能考察 

     

    

    虽然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始于战争，“礼”在战争中得到发展和强化，但战争只是历史的偶然，对

“礼”的发展和中国古代法的形成不起决定作用。“礼”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形成中的一条主线，上文已经

通过“礼”的本体考察，分析了“礼”的法律性质倾向。但是要了解“礼”如何使孕育中的中国古代法破

茧而出，就有必要探讨“礼”的功能。 

    

    

    （一）“礼”的第一层功能：预设社会秩序 

    

    从最初的祭祀礼仪规则看来，其作用就已经是为人们的祭祀活动提供行为模式，从而使祭祀活动规范

化、秩序化，以一种形式合理性来维系原始的亲属血缘关系。 

    



    在“礼”向“礼制”发展的过程中，“礼”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家族伦理秩序的预设功能体现更为明

显。“礼”的作用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

“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礼记．曲礼》）。这样，在国家出现后，“礼”或者称“礼

制”，就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制度基础，使无论是国家的政治活动还是百姓的社会生活，

都被置于既定的秩序模式上。所以，对于有违秩序的行为，“礼”起到一种事前预防的作用。正如《汉

书．贾宜传》所言：“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这样，中国古代就社会出现了被普遍适用的、有预设秩序功能的、防范于未然的类似于法的规范。但

是，纯粹的“礼”即使能为社会提供秩序模式，仍然未能使中国古代法正式形成。 因为，“礼”所要求

的行为规范，最初是靠人们的内心信仰、公共舆论监督来实施的，后来又加强了教化的手段。这样，

“礼”与道德规范无异，如梁治平先生所言：人们遵循的是“礼，一套有着深远历史渊源的道德原则”

u。法与道德的根本差异在于法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执行力。当古代中国的社会规范外在化，出现了以国家

暴力手段为后盾而保障实施的时候，中国古代法就正式形成了，“礼”于此时关键性地推动了这一进程。

就此，下文将对“礼”的功能进一步深挖。 

    

    

    （二）“礼”的第二层功能：维护统治秩序 

    

    首先，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古代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原始的氏族结构没有瓦解，亲属血缘关系

没有削弱反而以国家统治的新形式得到加强。所以，古代中国奴隶制国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家天

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主要规范——“礼”，自然是反映了宗法制度的精神。所以，为

了使宗法制国家的统治得以巩固，“礼”就必须寻求维护其所体现的宗法伦理精神的手段。 

    

    其次，从逻辑上分析，既然“礼”在未然之时对社会所需要的秩序进行了预设，那么在已然之后，对

实然的状态进行干预，以回归其应然的秩序，即所谓维护预设的秩序，这也是“礼”的预设功能的自然、

合理的延伸。 

    

    基于以上两点，“礼”就需要寻求维护其所预设的秩序（在宗法国家来说，是维护宗法等级统治秩

序）的方法。但正如前文所言，“礼”的遵循是靠人们的内心信仰和道德谴责。这样，“礼”就其本身是

难以发现维护秩序的强制手段的。这时，“礼”就需要外在化，从其自身以外的世界寻求强制执行力。刑

罚，这种曾被原始部族战争所利用的暴力手段，就被“礼”所吸收了。 

    

    回到最早的国家形态看：夏启即位后，与夏有密切血亲关系有扈氏不服，向启发动夺位之战。最后有

扈氏战败，夏启将之罚为“竖牧”，即从事畜牧业的奴隶。u显然，夏启改禅让为世及，祭祀之“礼”演

变为宗法“礼制”。有扈氏“不知宜”，以下犯上，宗法“礼制”所预设的秩序被破坏，这样，启运用了

刑罚手段强制有扈氏服从。这表明以“世及”为内容的“礼制”受到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这就是“礼”

与刑的最初结合。 

    

    如此，“礼”刑在维护宗法统治秩序上找到了结合点。这样，社会的普遍规范——“礼”，附之以刑

罚，从而获得了强制执行力，中国古代法的基本轮廓就此展现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源于炎黄时期部族战争的刑罚与这里所说的与“礼”结合的， 

    

    具有法律意义的刑罚不一样，两者的功能目的不同：前者用来保证征伐行动的顺利进行，后者则用以

维护“礼制”所预设的秩序。 

    

    依笔者理解，以下文献正是间接地说明了两种“刑”之不同。《辽史．刑法志》谓：“刑也者，始于

兵而终于礼者也。鸿荒之代，生民有兵，如 有螫，自卫而已。蚩尤惟始作乱，斯民鸱义，奸宄并作，刑

之用岂能已乎？帝尧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于兵而终于礼

者也。”即古人把战争与刑罚视为等同，起于兵的“刑”，在“礼制”时期已经不复原貌了，“刑”演变

为“礼”的工具，是“礼”所依赖维持统治秩序的暴力手段，所以文献称“刑终于礼”。梁治平先生概括

得精辟：“法（刑法）不过是作为礼的附庸来贯彻礼所确定的等差罢了”v。 

    

    至此，我们可见中国古代法形成的进路是：从祭祀之“礼”逐步发展到制度化的“礼制”，同时“礼

制”外化寻求强制力，“礼”刑由此结合，中国古代法正式形成。期间，“礼”本身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在演变过程中始终带有法律性质倾向，而且“礼”在功能上预设了秩序模式，进而促进与刑之结合，以维

护统治秩序。所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法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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